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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我国强力推进共享经济和价值共创的发展理念下，由单边主导的传统企业社会责任正

在借助公益众筹平台向共创型社会责任转变。网络分享是消费者参与共创型社会责任的重要方式，为

厘清消费者在中国文化情境下进行网络分享的动机和认知机制，文章从实际例证出发，采用跨学科范

式构建了一个双重条件化间接效应模型。准实验结果表明，公益众筹平台项目唤起的希望情绪越强，消

费者的网络分享意愿越强。在认知机制方面，希望情绪可以通过增强自我实现感和反应效能感来提升

网络分享意愿。在文化情境方面，消费者的集体主义倾向越高，希望情绪通过增强自我实现感提升网络

分享意愿的作用越强；同时，不确定性规避倾向越高，希望情绪通过增强反应效能感提升网络分享意愿

的作用也越强。文章揭示了激励希望情绪是一种有效的共创型社会责任沟通策略，企业可结合其认知

机制和相应的文化情境来构建本土化的、良性的共创型社会责任模式，以帮助消费者向上向善，完善社

会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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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因而在新时代共

享经济和价值共创的发展浪潮中，所有社会单元都具有担当社会责任、体现自我价值的伦理诉

求，从而使单边主导的传统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开始向共创型社

会责任（Co-created Social Responsibility）转变（Luu，2019）。共创型社会责任是由企业识别并满足

消费者的伦理诉求，邀请其共同参与社会责任活动（Lane和Devin，2018）。作为一场由企业和消

费者共同完成的“爱心接力”，共创型社会责任可以同时达到“三赢”的结果：对于企业而言，能

够提升其声誉，输出核心能力，获得利益相关者的互惠性回馈；对于消费者而言，能够践行“文

明”“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社会而言，能够提升和谐共融，增进民生福祉，完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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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治理体系。

与 滞 后 的 学 术 研 究 相 比 ， 共 创 型 社 会 责 任 在 实 践 中 正 借 助 公 益 众 筹 平 台 蓬 勃 发 展 。 如

2016年京东公益物资募捐平台发起主题为“旧衣新生”的闲置衣物捐赠项目，截至2017年已累

计募集超过100万件衣物。2017年腾讯公益平台发起主题为“小朋友画廊”的自闭症儿童关爱活

动，迅速在微信朋友圈形成“最美刷屏”，并最终募集到超过1 500万元人民币善款。然而，与成

功案例相比，更多的平台项目却寂寂无声，其关注度和参与度均不理想，这不仅不利于平台企

业的发展，而且妨害了消费者伦理需求的满足，甚至阻碍了社会治理体系的完善。

造成以上差异的原因在于共创型社会责任沟通策略的选择。作为一种全新的履责模式，共

创型社会责任彻底颠覆了传统CSR的沟通方式：首先，它打破了以企业为中心的、自上而下的

模式，变为以消费者为中心、交互的社会责任模式（Grönroos和Voima，2013）。此时，消费者参与

成为沟通成功的关键。其次，消费者参与的方式是多样化的。相比备受关注的“捐与不捐”，在

“互联网+公益”的环境中，网络分享的作用不容忽视（张祖平，2015）。“小朋友画廊”和“旧衣新

生”活动正是在社交媒体中形成“病毒式传播”才获得了良好的募捐效果。最后，网络分享往往

是“情绪化的”（Berger和Milkman，2012）。由实际案例窥知，希望情绪很可能是一种高效的共创

型社会责任沟通策略。“小朋友画廊”项目向用户展示了自闭症儿童所创作的36幅绘画作品，网

友评价这些“线条或简单或奇特，颜色或单纯或绚烂的绘画作品”是“充满希望”的。同样“旧衣

新生”项目所采取的“一键捐赠、物资直送”模式中高透明度和反馈性的沟通也很好地激发了消

费者的希望情绪。

鉴于此，本研究聚焦于共创型社会责任的沟通策略，探讨平台项目激发的希望情绪能否提

升中国消费者的网络分享意愿，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厘清其认知机制和文化情境。为此，本文从

实际例证出发，采用跨学科范式构建了一个双重条件化间接效应模型并采用准实验研究法进

行实证检验。研究证实了激励希望情绪是一种有效的共创型社会责任沟通策略；希望情绪提升

网络分享意愿的双重认知机制是自我实现感和反应效能感，其相应的文化情境是集体主义倾

向和不确定性规避倾向。本研究构建了本土化的共创型社会责任理论，并帮助消费者向上向

善，完善社会治理体系。

二、  文献综述

（一）传统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社会责任被定义为企业将可自由裁量的资源贡献于提升社会福利的活动（Barnett，

2007）。传统的履行CSR的方式是，“做好事”并在财务报告、CSR报告或广告中向消费者主动展

现其CSR表现，以赢得消费者的“奖励”。然而，学术研究和现实例证发现，企业的善行却不一定

能获得善报，甚至可能起到适得其反的作用。其原因在于传统CSR模式存在以下问题：第一，

Madsen和Rodgers（2015）指出，CSR战略成功的前提是，消费者充分感知和意识到CSR信息。然

而，传统CSR模式中消费者是被动一方，其参与感和授权感较低，从而导致CSR意识也较低。第

二，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CSR沟通是单向、静态的。由于缺乏互动和反馈，企业难以从消费者中

得到有价值的见解，也容易忽略一些关键社会问题。第三，由于缺乏透明度和深入沟通，消费

者经常发出“漂CSR”或企业伪善的质疑（Pope和Wæraas，2016），即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言论与

行为脱节；或故意选择性披露积极信息；亦或利用CSR掩盖非法行为。可见，传统CSR已经面临

严峻挑战，其实践范式亟需转型（肖红军和阳镇，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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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价值共创

价值共创主要是指企业和消费者共同创造价值的过程（Prahalad和Ramaswamy，2004）。在此

过程中，消费者通过与企业进行直接或间接合作，建立一种独特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此时消

费者也可被看作企业的“兼职员工”。价值共创可以同时使消费者和企业获益，比如为消费者提

供更具个性的产品和更快捷的服务，提升企业的运营效率和声誉。

相关研究主要基于价值共创理论展开，集中在产品和服务领域。在产品领域，价值共创关

注新产品开发过程中的设计或功能定制（Kim和Slotegraaf，2016）。产品领域中生产链上的价值

共创还可以被延伸到销售链中，产生广告共创、品牌共创等（Ranjan和Read，2016）。在服务领

域，价值共创可以跨越整个服务链，涉及自助服务、服务失败修复、出行共享等（Heidenreich等，

2015）。

（三）共创型社会责任

共创型社会责任是价值共创理念在公益领域的应用。与实践相比，关于共创型社会责任的

研究稀缺且滞后。聚焦于共创型社会责任的沟通策略，相关研究存在以下局限：第一，通常将

消费者参与作为一个综合的、笼统的构念进行研究，或仅关注“捐与不捐”，忽略了网络分享这

种重要参与行为。网络分享亦称网络口碑，是指消费者在线分享与产品、品牌、活动相关的正

面信息的行为。第二，集中关注定价高低、价格支付模式、项目可选择性等传统的社会责任沟

通策略，而忽略了网络环境中的情绪、认知等心理因素对消费者参与的作用（Gneezy等，2010；

Kull和Heath，2016）。第三，平台化的共创型社会责任本质上是一个跨学科的问题，涉及金融、商

业伦理、营销、心理、传播等领域，然而现有研究通常限于金融或营销范式，论证缺少跨学科的

交流。同时，研究方法也囿于规范分析和案例研究，缺乏实证研究。第四，忽略了个体文化价值

观对消费者伦理决策的影响。然而，文化价值观可以渗透、融合到人们的共同期望中，并深刻

影响身处其中的每个个体的伦理思想和行为（王汉瑛等，2018）。公益与商业、文化的频繁互动

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慈善模式的颠覆性变革和慈善秩序的重构（姚俭建，2015）。

因此，针对现有研究局限，本研究将采用跨学科范式，根据情绪传播理论、积极心理学、需

求层次理论、计划行为理论和文化维度理论，采用准实验研究法，揭示共创型社会责任项目激

发的希望情绪对网络分享的影响、认知机制和文化情境。

三、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希望情绪与网络分享

希 望 情 绪 是 一 种 由 事 件 触 发 的 、 被 可 能 达 成 的 目 标 所 唤 起 的 、 面 向 未 来 的 积 极 情 绪

（MacInnis和De Mello，2005）。情绪传播理论认为，传播情绪是人的内在的、自适应的需求。人类

天然有欲望和冲动来分享情绪事件，从而得到情感共鸣，并减少失调感，同时加深社会联系

（Harber和Cohen，2005）。互联网空间既是一种技术关系，也是一种社会关系（曹东勃和王佳瑞，

2018），虚拟网络环境及共创型社会责任中的体验式和交互式参与会放大情绪等心理因素的作

用，导致情绪事件会像新闻一样通过讲述者的社交网络形成辐射式传播。根据积极心理学，希

望情绪不等于盲目乐观或幻想，它能够帮助人们有意识地为改善现状而付出持续努力（Nelissen，

2017）。现有研究主要关注希望情绪在维护自身身心健康、帮助问题行为矫正、促进个体适应、

激发个人成长、提升主观幸福感等方面的积极作用（谢丹等，2016）。除改善自身状况外，希望情

绪还可增强个体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提升社会幸福感（姚若松等，2018）。因此，希望情绪可以

推动亲社会行为意愿付诸实践，促进公益项目信息的扩散。根据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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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公益众筹平台项目唤起的希望情绪越强，消费者的网络分享意愿越强。

（二）自我实现感的中介作用

社会直觉模型认为审慎的理性思维往往在感性思维之后出现，因此情绪反应可以激发认

知推理（Haidt，2007）。根据Maslow（1943）的需求层次理论，个人需求可以被分为五个层次：生

理、安全、爱和归属感、自尊、自我实现需求。其中，自我实现被置于需求层次模型的最顶层，是

指个体对于成就感和满足感的追求。它通常体现在两方面：其一是对自身天赋和潜能的充分发

掘；其二是对社会责任的积极承担。尽管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践行美德才是通向自我实现的

真正途径，但伦理维度的自我实现并未被充分研究（Guillén等，2015）。

预期希望情绪可以促进自我实现感的生成。首先，希望情绪往往导向有意义的生活目标

（Cavanaugh等，2015），而自我实现则是一个意义寻找、体验、维护的过程（Alok，2017；Hwang和

Kim，2018）。希望情绪所导向的目标是一种内在（自主）目标，即在非受控条件下由内在价值观

触发的目标；而非外在（受控）目标，即在受控条件下由外部因素触发的目标。以往研究证实，

内在（自主）目标更容易被个体接受、内化，从而被视为自我提升、自我实现的机会（Oarga等，

2015）。此外，希望是一种面向未来的积极情绪，而自我实现是一种长期导向的需求，二者在时

间维度上匹配（Spassova和Lee，2013）。

参与亲社会行为是自我实现的重要方式之一（Atkinson，2012）。首先，“做好事”能够带来内

在奖励，它帮助行为人传达自身的价值观，满足其伦理诉求，获取高度的自我认同感和持久的

幸福感（Cha等，2016）。其次，“做好事”能够获得外在奖励，包括展现个人形象、提高个人声誉、

获取更高的关注度和社会认同等（Hwang和Kim，2018）。Berger（2014）研究发现，消费者常常出

于自我展示的目的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信息。由于数字平台具有高度的互视可见性，可使参与者

清楚地了解他人的推介活动和捐赠额，这一方面加强了参与者的归属感和社会联系，另一方

面，可使其感知来自同伴的社会压力，从而增强自我实现感（Saxton和Wang，2014）。根据以上分

析，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2：自我实现感在希望情绪和网络分享之间起到中介作用。希望情绪可以通过增强自我实

现感来促进网络分享。

（三）反应效能感的中介作用

Ajzen（1991）提出的计划行为理论认为个体感知的行为控制对其行为意愿具有显著影响，

并且感知的行为控制与效能感是两个可以互换的概念。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学者们研究了反应

效能感和自我效能感作为一组描述效能感的概念对个体决策的影响。其中，前者是指个体预期

其行为有效性的信念；后者是指个体对其执行能力的信念（Bandura，1982）。基于以下原因本研

究关注反应效能感而非自我效能感：其一，二者在决策中具有非对称性作用，即前者起主导作

用，后者起次要作用（Han等，2016）。例如，当个体认为其可以很容易地参与某公益众筹项目时

（高自我效能感），他仍希望得知该项目成功的概率（反应效能感）；相反，当个体得知项目成功

率很高时（高反应效能感），无论其执行力如何（自我效能感），他都可能去参与。其二，鉴于公

益众筹项目的“低门槛”性，消费者进行诸如网络分享之类的浅层参与行为十分便捷，因而具有

普遍较高的自我效能感。

Shepherd和Smith（2017）指出将情绪因素纳入计划行为理论的重要性。响应这一号召，本研

究提出公益众筹项目所激发的希望情绪对反应效能感的促进作用。具体而言：首先，作为一种

由 生 理 、 心 理 、 社 会 资 源 共 同 构 建 的 情 绪 网 络 ， 希 望 与 掌 控 力 、 精 神 力 密 切 相 关 （Scioli等 ，

2011）；而反应效能感也体现出个体对周围环境进行控制，确保其行为能够产生影响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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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rma和Morwitz，2016）。其次，已有研究证实，当个体准备采用以情绪为焦点的应对策略时，

反应效能感被激活（Han等，2016）。最后，反应效能感体现了决策者在预期收益和预期成本之

间的权衡（Ryan，2005）。根据目标导向模型，希望情绪可以显著增加个体达成特定目标水平的

期望（McKechnie等，2018），从而在既定的预期成本下增加预期收益，继而提升反应效能感。

个体行为是预期结果的函数（Eccles和Wigfield，2002）。在公益诉求中，当个体的反应效能

感较低时，他们往往认为自己对现状无能为力，从而容易选择袖手旁观。Hamby（2016）发现，在

做出捐赠决策时，捐赠者往往会评估其捐赠行为能否实现既定目标。Howie等（2018）提出个体

在亲社会行为决策中的防御否认程序。该程序本质上是一种自我辩解策略，通过启动防御否认

程序，个体为自己的“不作为”寻找合理的借口，从而在不参与亲社会行为的同时，不产生任何

负面感受，它被描述为“鱼与熊掌兼得”。当反应效能感低时，个体很容易启动防御否认程序，

给出诸如“即使我贡献一份力量，该项目也很难成功”的理由，从而在置身事外的同时降低道德

义务感。所以，较低的反应效能感可以抑制网络分享。根据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3：反应效能感在希望情绪和网络分享间起到中介作用。希望情绪可以通过增强反应效能

感来促进网络分享。

（四）集体主义倾向的调节作用和条件化间接作用

Hofstede（1985）提出的文化维度理论在文化和行为领域的研究中被广泛应用。该理论将文

化价值观划分为五个维度：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权力距离、不确定性规避、男性化/女性化和长

期导向。文化维度理论主要应用在国家层面，然而国家层面的文化价值观难以反映公民文化价

值取向的多样性（Bullough等，2017），因此本研究关注个体层面的文化价值观。其中，个人主

义/集体主义是处理个体与群体之间横向关系的一种被广泛应用的文化价值观。

对具有高集体主义倾向的个体，在社会意识方面，他们倾向于将社会看作是一个紧密联系

的网络体系，因而更注重集体目标的达成；在自我意识方面，他们倾向于以“我们”的视角来看

待和处理问题，因而具有较强的团结、合作意愿（Yu等，2018）。据此公益众筹项目激发的希望

情绪帮助框定了一个有意义的集体目标，从而使“我们”（具有高集体主义倾向的个体）更愿意

通过团结、合作行为（网络分享）来共同推进集体目标，在此过程中获得成就感和满足感（自我

实现）。此时，对于具有高集体主义倾向的个体，希望情绪通过增强自我实现感来促进网络分

享的作用更强。

然而，相反的逻辑可能存在。尽管具有高个人主义倾向的个体不在意服务社会中的自我实

现，但注重展现个人能力中的自我实现。对于该类群体，亲社会行为可以帮助其提升个人声

誉、成为意见领袖、增加政治筹码（Li和Liang，2015）。具体而言，在社会意识方面，他们倾向于

将社会看作一个松散的结构框架，因而更注重个人目标的达成；在自我意识方面，他们倾向于

以“我”的视角来看待和处理问题，因而更注重个人影响力（Bullough等，2017）。据此公益众筹项

目激发的希望情绪帮助框定了一个有意义的个人目标，从而使“我”（具有高个人主义倾向的个

体）更愿意通过具有个人影响力的行为（网络分享）来推进个人目标，在此过程中获得成就感

和满足感（自我实现）。此时，对于具有高个人主义倾向的个体，希望情绪通过增强自我实现感

来促进网络分享的作用更强。根据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以下竞争性假设：

H4a：消费者的集体主义倾向越高，希望情绪与自我实现感之间的正向作用越强，希望情绪

通过增强自我实现感来促进网络分享的间接效应越强。

H4b：消费者的个人主义倾向越高，希望情绪与自我实现感之间的正向作用越强，希望情绪

通过增强自我实现感来促进网络分享的间接效应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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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不确定性规避倾向的调节作用和条件化间接作用

作为Hofstede（1985）提出的五种文化维度之一，不确定性规避在研究中所受的关注度明显

小于个人主义 /集体主义。不确定性规避是指人们在不确定性、模糊性的情境中感受并回避威

胁的程度。基于前景理论的研究认为，不确定性规避倾向高的消费者具有较高的风险厌恶程

度，从而更偏好低风险选择（Sharma，2010）。在网络分享决策中，消费者会面临一定的心理风险

和社会风险。其中，前者是指由于分享不当信息、收到负面评价而产生的衰竭、紧张甚至抑郁；

后者是指不当社交活动对他人造成冒犯进而对社会关系造成不良影响（De Bellis等，2015）。在

线上环境中，对于不确定性规避倾向高的消费者，其低风险偏好可能更甚。原因在于：首先，相

比容易接触、感知、评估的线下环境，虚拟的线上环境会增加该类消费者对风险、威胁的敏感

性（Tang，2017）；其次，网络公益众筹中非结构化、非正式、不完善的监管和审查程序导致消费

者、平台、受益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和有限信任，从而使该类消费者更偏向保守决策。基于低

风险偏好，不确定性规避倾向高的消费者会积极寻求并依赖具有可预测性和可信性的信号

（Johnston等，2018）。此时，希望情绪可以起到这种信号传递功能。一方面，希望情绪会显著影响

对目标障碍的知觉，传达出“只要付诸努力就能得到有价值的结果”的积极信号（Cavanaugh等，

2015）；另一方面，希望具有信息价值，它所涵盖的明确的目标、实现路径、结果反馈等信息可以

作为判断项目内部质量的具体信号（Makarem，2016）。

基于以上分析，对于不确定性规避倾向高的消费者，希望情绪在其网络分享决策中会起到

更为显著的作用。具体而言，希望情绪传达出的具有可预测性和可信性的信号增强了该类消费

者预期其行为有效性的信念（反应效能感），满足了规避心理风险和社会风险的偏好，从而增

强了网络分享意愿。相反，对于不确定性规避倾向低的消费者，希望情绪在其网络分享决策中

的作用较弱。因为该类消费者乐于接受和承担风险，从而容易忽略希望情绪的信号传递作用，

进而减弱了希望情绪对反应效能感和后续分享

意愿的推进作用。据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5：消费者的不确定性规避倾向越高，希望

情绪与反应效能感之间的正向作用越强，希望

情绪通过增强反应效能感来促进网络分享的间

接效应越强。

综上，我们构建的双重条件化间接效应理

论模型如图1所示。

四、  研究设计

（一）准实验设计

本研究采用准实验法，操控了公益众筹项目唤起的希望情绪（高vs.低），同时测量了被试的

集体主义倾向和不确定性规避倾向。准实验法灵活多变，外部效度较高，但也具有较难消除混

淆变量和替代解释，内部效度较低的固有缺陷。

（二）刺激物设计

1. 平台名称选取。基于真实公益众筹平台进行研究易受平台熟悉度、忠诚度、依恋等关系

变量的影响，同时对相关经历的追溯容易引起被试的记忆偏差和回应偏差，所以本研究选用了

虚拟的平台名称。为增强被试的真实感，2名企业管理领域的博士生通过头脑风暴法初步拟定

了5个虚构的平台名称，按英文字母排序为积善、涓涓筹、享爱、心•予、援梦。25名普通消费者经

希望情绪

集体主义倾向

不确定性规避
倾向

自我实现感

反应效能感

网络分享

 
图 1    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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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讨论后，最终选取了心•予（Heart Give）作为平台名称，因为该名称被认为较强的文化兼容性

和综合性，适合在国内、国外发布各类公益项目。

2. 项目选取。为避免项目本身引起的天花板效应和地板效应，本研究通过阅读文献、浏览

各大公益众筹平台的项目，初步列示了8类最常见的公益活动：大病救助，绿色环保，青少年和

儿童文化教育，关爱鳏寡孤独、残疾人、退役军人、下岗工人、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体，扶贫，艾滋

病、宫颈癌、乳腺癌等重大疾病的研究，动物救助，抗震救灾。然后，以问卷调查的形式（30名会

计专业本科生，7点Likert量表）要求大众对这些公益活动的熟悉度和重要性评分。熟悉度由高

到低依次为：大病救助、抗震救灾、关爱特殊群体、扶贫、儿童文化教育、绿色环保，动物救助，

重大疾病研究。重要性由高到低依次为：绿色环保，儿童文化教育，关爱特殊群体，重大疾病研

究，扶贫，大病救助，抗震救灾，动物救助。可见，大众对关爱特殊群体、扶贫、儿童文化教育的

熟悉度和重要性评分都较高，因此，我们综合选取关爱贫困残疾儿童作为研究所用的公益项

目。该项目不像动物救助和艾滋病治疗一样在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也不像宫颈癌、乳腺癌等

疾病研究主要针对女性群体，因而不会影响准实验研究结果的推广性。

3 .  刺 激 材 料 。 情 绪 可 以 通 过 反 思 式 写 作 、 浏 览 广 告 页 、 观 看 视 频 等 方 式 进 行 诱 导

（Cavanaugh等，2015）。为操控与公益众筹项目直接相关的希望情绪，而非日常生活情境中的一

般希望情绪，本研究设计了两个项目页面，即高（低）希望情绪的操控材料。这两个材料是针对

广西28个国家级贫困县14周岁以下残疾儿童(针对西部省份残疾儿童)的捐赠活动。高、低希望

情绪操控页面的不同之处是：第一，由于生动的色彩在诱导积极情绪时更为有效，所以前者多

用明亮的色系，后者多用暗淡的色系。第二，前者的标语是，“想给你一个未来让全世界都知

道”；后者的标语是，“想给你一个拥抱让全世界都知道”。第三，前者的项目名称为“梦想行动”，

而后者则为“愿望行动”。第四，在具体的项目描述中，前者注重现在与未来的对比，后者则注

重 受 益 群 体 与 其 他 群 体 的 对 比 ； 并 且 由 于 希 望 涉 及 对 目 标 实 现 概 率 的 理 性 判 断 （Cohen-

Chen等，2017），所以前者描述了项目的具体实施范围、路径和反馈；后者则只做了一个大致描

述；同时由于个体经常根据过去的结果来判断未来成功的可能性，所以前者有对过去成功开展

类似活动的描述，而后者则不涵盖此信息。为排除其他干扰因素，两个页面所用的版式完全

相同。

（三）变量测量

1. 希望情绪（Hope）。所采用的量表来自Cavanaugh等（2015），共包含3个题项，分别是“该项

目让我感觉充满希望”，“该项目让我感觉很乐观”，“该项目让我感觉备受鼓舞”。

2. 网络分享（OS）。来自Strizhakova等（2012）和Boerman等（2017），共包含3个题项，根据中国

的社交媒体状况和研究情境对原题项进行微调，分别是“我认为该项目值得与他人分享”，“我

将通过微信、QQ、微博等网络社交媒体将这个项目分享给大家”，“我将在微信、QQ、微博等网

络社交媒体发布我对该项目的积极评论和体验”。

3. 自我实现感（SA）。来自Hwang和Kim（2018），共包含4个题项，分别是“参与该项目有利于

我的成长”，“参与该项目有利于我的进步”，“参与该项目有利于我的发展”，“参与该项目有利

于增加自我满足感”。

4. 反应效能感（RE）。来自Hamby（2016）及Sharma和Morwitz（2016），共包含4个题项，分别是

“你认为你的参与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为该项目增加价值”，“你认为你的参与可以在多大程度上

促成该项目”，“你认为你的参与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为受益人提供帮助”，“你认为你的参与可以

在多大程度上产生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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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集体主义倾向（CO）。来自Chan（2001），包含3个题项，分别是“我们应该为集体目标而努

力，即使这些努力并不能提高个人的认可度”，“个人应当合作参与集体活动”，“我们应当乐于

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6. 不确定性规避倾向（UAO）。来自Sharma（2010），包含5个题项，分别是“我会尽量避免和

陌生人说话”，“我喜欢不变的生活方式，不喜欢变化莫测的生活方式”，“我不是一个敢于冒险

的人”，“为了避免犯错误，我不喜欢冒风险”，“我对于如何花钱很谨慎”。

7. 社会赞许性（SD）。用自我报告的问卷来测量与伦理相关的敏感问题时，可能存在社会

赞许性偏差。社会赞许性是指，人们感知到社会压力，并按照社会可接受的方式作出回应。本

研究采用Ashton和Lee（2009）开发的诚实―谦卑量表中的真诚子量表来度量社会赞许性，共包

含3个题项，分别是“我不会用奉承别人的方式来获得升职或加薪，即使我认为这种方式非常有

效”，“如果我想从某人那里得到什么，那么即使他讲最不好笑的笑话，我也会笑”，“我不会为了

让别人帮忙而假装喜欢他”。研究所用量表均为7点Likert量表。

（四）前测

1. 关于测量工具适用性的前测。在正式准实验前，我们选取48名资产评估专业的本科生进

行了前测，以确保测量工具具有较高的清晰度和可涉入度。首先，根据被试所提意见，对刺激

材料和问卷的措辞进行了修改和完善。其次，我们用两个题项来测量被试对刺激材料的可涉入

度。第一个题项是，“该公益项目的描述是现实的”（1=非常不现实，7=非常现实）。第二个题项

是“我可以想象自己处在该情境中并做出决策”（1=非常困难，7=非常简单）。结果表明，刺激材

料具有较高的可涉入度（M现 实 性=5.23，M想 象 性=5.75）。

2. 操 控 检 验 。 我 们 采 用 独 立 样 本T检 验 来 检 测 希 望 情 绪 的 操 控 是 否 成 功 ， 借 鉴Tong等

（2010）通过直接询问参与者“你现在感觉到的希望有多大”来测试被试当前的希望情绪体验。

结 果 显 示 ， 高 希 望 组 中 被 试 体 验 到 的 希 望 情 绪 要 显 著 高 于 低 希 望 组 （M=5.30 vs. M=3.23，

t（58）=6.745）。

（五）准实验的过程和参与者

本研究招募320名来自某综合性大学的MBA学生作为被试。为避免选择偏差，被试被随机

分配到两个准实验组中，每个准实验组包含160名被试。首先，主试向被试发放并宣读书面指

导。其次，主试向被试发放刺激材料，要求被试仔细阅读后填答与希望情绪、集体主义倾向、不

确定性规避倾向、网络分享以及干扰题项相关的问卷。此外，参照Lei等（2012），为增强真实感，

被试被告知该公益众筹平台刚刚进入中国市场，因此他们尚不熟悉该平台。再次，主试收回以

上问卷，并发放与自我实现感、反应效能感、社会赞许性、人口统计学相关的问卷，要求被试仔

细填答。最后，主试收回第二批发放的问卷，解释真正的实验目的，并对被试表示感谢。包括刺

激物设计、前测、准实验等在内的系列工作在2018年3月到6月完成。最终成功收回有效问卷

275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85.938%。

以问卷调研为基础的准实验设计可能存在需求特性、社会赞许性、启动效应问题，从而对

准实验结果形成“噪音”干扰，降低准实验效度。为此我们采取一系列措施加以控制：（1）需求

特性。当被试能够猜测研究的意图，并故意按照所猜测的意图而非真实想法作答时，会出现需

求特性问题。为控制需求特性，我们做了以下两项工作：第一，向被试申明研究的目的是针对

平台设计征集消费者的意见，以方便其在国内的推广。第二，在呈现刺激材料后，要求被试回

答与版式设计相关的三个问题作为干扰题项。（2）社会赞许性。当被试感知到一般的社会规

范，并故意按照一般社会规范作答而非真实想法作答时，会出现社会赞许性问题。为进一步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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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社会赞许性所采取的方案是，在准实验的书面指导中写明参与的自愿性、匿名性和保密性；

向被试强调，答案只用于科学研究，并没有对错之分；向被试承诺数据分析只在总体层面而非

个体层面上进行。（3）启动效应。当之前所提问题能够直接暗示被试如何去回答之后的问题

时，会出现启动效应。现有研究通常会将启动效应当作研究局限看待（Goodstein等，2016）。借鉴

这种观点，本研究虽然已经采取了一定措施来控制启动效应，即将中介变量自我实现感和反应

效能感放在因变量网络分享之后去测量，但我们认为它依然对研究构成一种潜在限制。

五、  实证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结果见表1。由表1可见，集体主义倾向的均值较大（M=4.158），符合

中国是一个集体主义社会的描述。而不确定性规避倾向的均值较小（M=3.985），这与以往的认

知存在差异。Li等（2009）的研究可以对此进行解释，他提出中国人已经越来越喜欢冒险，即使

在日常的概率判断中，中国人都甚至表现出比美国人更强的冒险精神和过度自信。相关分析结

果表明，集体主义倾向越高，网络分享意愿越强（r=0.149，p<0.01）；而不确定性规避倾向与网络

分享之间的负向关系并不显著（r=−0.082，n.s.）。此外，社会赞许性与自我实现感呈显著的正相

关性（r=0.127，p<0.05），说明社会赞许性可能存在影响，但由于相关性小于0.2，说明其影响可以忽略。
 

表 1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结果

变　量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6 7
1希望情绪 3.887 1.326 1

2自我实现感 3.882 1.239 0.170*** 1

3反应效能感 3.807 1.339 0.319*** 0.199*** 1
4集体主义倾向 4.158 1.229 0.011 0.028 0.110 1

5不确定性规避倾向 3.985 1.322 −0.142* 0.065 0.037 −0.059 1

6网络分享 4.170 1.236 0.241*** 0.211*** 0.309*** 0.149** −0.082 1
7社会赞许性 3.592 1.308 0.072 0.127* 0.078 −0.081 −0.035 0.092 1

　　注：*、**、***分别代表在0.05，0.01，0.001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二）信、效度检验

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呈现在表2中。由表2可见，本研究所采用的六因子模型拟合效果最佳

（CMIN/DF=1.158，GFI=0.935，AGFI=0.915，NFI=0.918，TLI=0.985，RMSEA=0.024），表明量表具有

良好的判别效度。信度分析结果显示，希望情绪、自我实现感、反应效能感、集体主义倾向、不

确定性规避倾向、网络分享和社会赞许性的Cronbach'sα分别为0.744、0.849、0.890、0.728、0.893、

0.792和0.804，证明量表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信度。

表 2    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

模　型 CMIN/DF GFI AGFI NFI TLI RMSEA

零模型 11.850 0.440 0.386 0.000 0.000 0.199

单因子模型 9.185 0.549 0.454 0.299 0.246 0.173

二因子模型 5.694 0.686 0.619 0.567 0.567 0.131

三因子模型 4.938 0.716 0.651 0.628 0.637 0.120

四因子模型 2.974 0.823 0.780 0.779 0.818 0.085

五因子模型1 2.042 0.876 0.843 0.852 0.904 0.062
五因子模型2 2.224 0.866 0.829 0.838 0.887 0.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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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共同方法偏差是测量误差的重要来源之一。为控制共同方法偏差，本研究首先采用经典

Ha rman单 因 素 法 进 行 检 测 发 现 ， KMO值 为 0 . 803， Ba r t l e t t的 球 形 度 检 验 的 近 似 Χ 2
为

2655.808（df=231，p<0.001），未旋转的因素分析呈现6个因素，且第一个因素可以解释总方差的

20.176%。初步证明共同方法偏差不会构成实质影响。然后参照Podsakoff等（2003），在本研究所

用的六因子模型的基础上加入社会赞许性构造高阶潜因子模型做了进一步检验，结果呈现在

表2中。结果显示，与六因子模型相比，高阶潜因子模型整体拟合优度略微变差（CMIN/DF=

1.175，GFI=0.928，AGFI=0.902，NFI=0.910，TLI=0.981，RMSEA=0.025），进一步排除了共同方法偏

差的严重影响。

（四）假设检验

本研究用分层次多项式回归来检验主效应、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结果呈现在表3中。
 

表 3    分层次多项式回归结果

变量
自我实现感 反应效能感 网络分享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模型8 模型9 模型10 模型11

自变量

Hope 0.211*** 0.211*** 0.187** 0.427*** 0.443*** 0.458*** 0.297*** 0.260*** 0.195***

中介变量

SA 0.210*** 0.175***

RE 0.286*** 0.239***

调节变量

CO 0.033 0.035

UAO 0.112 0.113

交互项

Hope×CO 0.232***

Hope×UAO 0.192***

常量 3.882*** 3.882*** 3.879*** 3.807*** 3.807*** 3.834*** 4.170*** 3.353*** 3.492*** 3.082*** 3.259***

R2 0.029 0.03 0.065 0.102 0.109 0.131 0.058 0.045 0.088 0.096 0.118
F值 8.152 4.162 6.289 30.951 16.582 13.574 16.768 12.715 13.062 28.914 18.223

△R2 0.035 0.022
△F 10.26 6.846

 

1. 主 效 应 分 析 。 由 表3可 见 ， 希 望 情 绪 对 网 络 分 享 具 有 显 著 正 向 影 响 （M7，β=0.297， t=

4.095），H1得到验证。

2. 中介效应分析。（1）自我实现感在希望情绪和网络分享间的中介效应。首先，希望情绪对

 

续表 2　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

模　型 CMIN/DF GFI AGFI NFI TLI RMSEA
五因子模型3 1.963 0.884 0.853 0.857 0.911 0.059

六因子模型 1.158 0.935 0.915 0.918 0.985 0.024

高阶潜因子模型 1.175 0.928 0.902 0.910 0.981 0.025
　　注：零模型中变量间无关，二因子模型中希望、网络分享、反应效能感、自我实现感、集体主义合一个因子，三因子模型
中希望、网络分享、反应效能感、自我实现感合一个因子，四因子模型中希望、网络分享、反应效能感合一个因子，五因子模
型1中希望和网络分享合一个因子，五因子模型2中反应效能感和网络分享合一个因子，五因子模型3中反应效能感和希望
合一个因子，本研究所用模型为六因子模型，高阶潜因子模型中加入社会赞许性。

12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2020年第2期



自我实现感（M1，β=0.211，t=2.855）和网络分享（M7，β=0.297，t=4.095）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次，

自我实现感对网络分享具有显著正向影响（M8，β=0.210，t=3.566）；最后，当希望情绪和自我实

现感同时对网络分享回归时，自我实现感的影响仍显著（M9，β=0.175，t=2.979），希望情绪的影

响显著变小（M9，β=0.260， t=3.586；Sobel Test，z=2.056；Aroian Test，z=1.997；Goodman Test，
z=2.119），说明自我实现感在希望情绪和网络分享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H2得到验证。（2）反应

效 能 感 在 希 望 情 绪 和 网 络 分 享 间 的 中 介 效 应 。 同 理 ， 首 先 ， 希 望 情 绪 对 反 应 效 能 感 （M4，

β=0.427，t=5.563）和网络分享（M7，β=0.297，t=4.095）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次，反应效能感对网

络分享具有显著正向影响（M10，β=0.286，t=5.377）；最后，当希望情绪和反映效能感同时对网络

分享回归时，反应效能感的影响仍显著（M11，β=0.239， t=4.312），希望情绪的影响显著变小

（M11，β=0.195，t=2.628；Sobel Test，z=3.420；Aroian Test，z=3.3861；Goodman Test，z=3.455），说明

反应效能感在希望情绪和网络分享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H3得到验证。

3. 调节效应分析。（1）集体主义倾向对希望情绪和自我实现感的调节效应。首先，希望情绪

和集体主义倾向共同对自我实现感回归时，希望情绪显著正向影响自我实现感（M2，β=0.211，

t=2.846），而集体主义倾向对自我实现感的影响不显著（M2，β=0.033，t=0.444）。其次，当加入希

望情绪与集体主义倾向的交互项后，交互项的回归系数显著（M3，β=0.232，t=3.203）；并且，相比

模型2，模型3的解释力得到显著改善（△R2=0.035，△F=10.26），说明集体主义倾向可以加强希

望情绪与自我实现感之间的正向关系。H4a得到部分验证，H4b没有被验证。（2）不确定性规避

倾 向 对 希 望 情 绪 和 反 应 效 能 感 的 调 节 作 用 。 同 理 ， 希 望 情 绪 可 显 著 提 升 反 应 效 能 感 （M5，

β=0.443， t=5.723）；并且，希望情绪与不确定性规避倾向的交互项也可显著提升反应效能感

（β=0.192，t=2.616）；同时与模型5相比，模型6的解释力显著改善（△R2=0.022，△F=6.846）。可见，

不确定性规避倾向可以加强希望情绪和反应效能感之间的正向关系，H5得到部分验证。

4. 条件化间接效应分析。参照Edwards和Lambert（2007），本研究用Bootstrap5000次的计算结

果来分析自我实现感和反应效能感的条件化间接效应。自我实现感的条件化间接效应呈现在

表4中，反应效能感的条件化间接效应呈现在表5中。差异化集体主义倾向下希望情绪与自我实

现感的关系如图2所示，差异化不确定性规避倾向下希望情绪与反应效能感的关系如图3所示。
 

表 4    自我实现感的条件化间接效应

调节变量

希望情绪（X）→自我实现感（M）→网络分享（Y）

阶段 效应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PMX PYM PYX PYM PMX PYX+PYM PMX

高集体主义倾向 0.418*** 0.162* 0.455*** 0.068** 0.523***

低集体主义倾向 −0.045 0.118* 0.02 −0.005 0.015

差异 0.463*** 0.045 0.434*** 0.073** 0.508***
 

 

表 5    反应效能感的条件化间接效应

调节变量

希望情绪（X）→反应效能感（M）→网络分享（Y）

阶段 效应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PMX PYM PYX PYM PMX PYX+ PYM PMX

高不确定性规避倾向 0.650*** 0.250*** 0.335*** 0.162*** 0.497***

低不确定性规避倾向 0.267** 0.199 ** 0.058 0.053** 0.11

差异 0.383*** 0.051 0.277* 0.109* 0.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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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我实现感的条件化间接效应。由表4可见，在高集体主义倾向下，希望情绪对网络分

享 的 直 接 效 应 （ r=0.455，p<0.001） 和 通 过 自 我 实 现 感 影 响 网 络 分 享 的 间 接 效 应 （ r=0.068，

p<0.01），以及总效应（r=0.523，p<0.001）均显著；而在低集体主义倾向下，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

总效应均不显著。可见，对具有高集体主义倾向的个体，希望情绪可以直接提升网络分享，也

可以通过增强自我实现感来提升网络分享；而对具有低集体主义倾向的个体，希望情绪既不能

直接提升网络分享，也不能通过增强自我实现感来提升网络分享，H4a进一步被验证。（2）反应

效能感的条件化间接效应。由表5可见，在高不确定性规避下，希望情绪对网络分享的直接效应

（r=0.335，p<0.001）和通过反应效能感影响网络分享的间接效应（r=0.162，p<0.001），以及总效应

（r=0.497，p<0.001）均显著；而在低不确定性规避下，直接效应和总效应虽不显著，但间接效应

显著（r=0.053，p<0.01），并且明显弱于（Δr=0.109，P<0.05）高不确定性规避组。可见，对具有高不

确定性规避倾向的个体，希望情绪可以直接提升网络分享，也可以通过增强反应效能感来提升

网络分享；而对于具有低不确定性规避倾向的个体，希望情绪可以通过增强反应效能感来提升

网络分享，但其提升作用弱于具有高不确定性规避倾向的个体，H5进一步被验证。

六、  结　论

（一）研究结论

依托网络环境和数字平台，共创型社会责任是一场全民参与、全民受益的公益事业，它为

中国消费者“达则兼善天下”“我欲仁而仁至”的道德理想和社会理想提供了方便通达的路径。

然而如何将呈燎原之势的“爱心之火”点燃和传递呢？其关键问题是如何与众多网民进行高效

的共创型社会责任沟通，从而使他们完成从“观众”“监督者”到“参与者”的角色转换。对此，本

研究从现实例证出发，将研究焦点从定价策略等传统沟通策略转向了情绪策略，关注平台项目

激 发 的 希 望 情 绪 对 网 络 分 享 的 影 响 ， 及 其 认 知 机 制 和 文 化 情 境 。 研 究 得 出 以 下 富 有 启 发 的

结论：（1）平台项目唤起的希望情绪可以有效促进网络分享意愿。该结论与我国共创型社会责

任的特点相契合：目前我国仅有《慈善法》《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基本技术规范》

《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基本管理规范》三部法律规范对平台公益项目进行规范，

而它们对平台筹资者的资质并无明确限制；同时平台审核机制、社会信用体系、信息共享机制

等极不健全，从而导致消费者被淹没在众多公益请求中。此时，富有希望的项目一方面可以吸

引消费者的注意和参与；另一方面，由于希望不是“盲目”产生的，它往往涉及较高透明度和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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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差异化集体主义倾向下希望情绪

对自我实现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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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差异化不确定性规避倾向下希望情绪

对反应效能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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馈性的信息披露，因而可以作为一种信息甄别机制发挥作用，帮助消费者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被

“投机者”利用，防止“众筹爱心”演变为“消费善意”。（2）希望情绪提升网络分享的双重认知机

制是自我实现感和反应效能感。该结论响应了Lee等（2014）关于“关注消费者在捐赠中的心理

过程”的呼吁。并且自我实现感的中介作用揭示了“利他”行为中“自利”的一面；反应效能感的

中介作用则揭示了在亲社会行为决策中人们会像财务决策一样权衡成本效益，而非盲目投入

有限资源，若预计效果不佳，他们会吝于耗费其网络和关系资本。（3）消费者的集体主义倾向

越高，希望情绪通过增强自我实现感来提升网络分享的效应越强，并且该间接效应只在具有高

集体主义倾向的组群中成立。“希望焦点”的引入可帮助解释反向逻辑未成立的原因。以内部

/外部维度将希望情绪进行划分，以内部为焦点的希望将自身视为目标实现的关键，而以外部

为焦点的希望则将他人视为目标实现的关键，如家人、朋友甚至超自然力。“众筹”之“众”强调

大量参与者和巨大的资金池的必要性，因此其激发的希望情绪是以外部为焦点的，而以外部为

焦点的希望在集体主义文化中的作用更强（Kim和Johnson，2013）。（4）消费者的不确定性规避

倾向越高，希望情绪通过增强反应效能感来提升网络分享的效应越强。并且该间接效应在具有

高、低不确定性规避倾向的组群中均成立。该结论补充了投资、储蓄、消费等财务决策中不确

定性规避作用的研究，揭示不确定性规避倾向高的个体也倾向于作出保守的亲社会行为决策，

以规避非财务风险。

（二）理论贡献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是：（1）基于价值共创理念，将研究焦点从单边主导的传统CSR转向基

于公益众筹平台的共创型社会责任，拓展了CSR和价值共创的研究框架。（2）采用跨学科范式，

构建一个交叉性理论体系，解析了消费者参与共创型社会责任时的情绪、认知和行为，从而将

传播学、认知和社会心理学以及文化领域的理论，包括情绪传播理论、积极心理学、需求层次

理论、计划行为理论、文化维度理论在商业伦理和金融创新专业领域进行沟通、延展和深化。

（3）建立双重条件化间接效应模型，识别出希望情绪影响网络分享的双重认知机制是自我实现

感和反应效能感，响应了以往学者关于“探索具体的积极情绪体验对消费者亲社会行为的特定

影响机制”的呼吁（Makarem，2016）。（4）从微观层面识别出希望情绪影响网络分享的双重文化

情境是集体主义倾向和不确定性规避倾向，补充了文化维度理论宏观层面的研究。

（三）管理启示

本研究得出以下有价值的管理启示：（1）在高速、快捷、廉价、虚拟的网络环境中，希望情绪

的唤起是一种高效的共创型社会责任沟通策略。在策略制定阶段，平台应警惕采取过度“卖惨”
的方式来博得消费者的同情，以防引起质疑或反感，应反其道行之，借助希望情绪来传递正能

量。在策略实施阶段，应当借助社交媒体实时监测消费者的在线希望情绪。在策略实施后阶

段，应当向消费者及时反馈具体行动和建设性成果，以避免“希望破灭”导致的网络口碑瞬间逆

转甚至失控，谨防出现类似“水滴筹”的“扫楼式”营销危机，进而损害公益众筹平台的整体公信

力。（2）结合消费者的集体主义倾向，提升其自我实现感是推进网络分享的有效路径之一。理

念上，平台应当抛弃传统的二八定律，转而奉行长尾理论，关注并鼓励正态分布曲线尾部（普

通消费者）的参与。操作上，平台可以故事或真实案例的形式展现“众人拾柴火焰高”的集体力

量，帮助参与者获得经邦济世的自我实现感。（3）结合消费者的不确定性规避倾向，提升其反

应效能感是推进网络分享的有效路径之二。除激发希望情绪作为一种隐式的信号传递策略之

外，平台还可以采取其他显式的信号传递策略。例如，完善结构化的监管、审核策略；进一步革

新技术，利用去中心化、多方维护、不可篡改的区块链技术增加信息的真实性；采取明确提升

反应效能感的标语“您的分享将使筹款成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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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局限性和未来展望

（1）除即时情绪体验外，希望情绪也可以是一种潜在的、长期的、稳定的特质情绪。未来研

究可以探讨特质希望对网络分享的影响。（2）鉴于情绪体验和心理认知无法用二手数据进行测

量，同时各种积极情绪所引起的面部表情变化和神经系统反应极易混淆，因而也无法用功能磁

共振成像技术进行测量，所以本研究采用了以语言为基础的测量方式。在研究与心理因素无关

的共创型社会责任问题时，未来研究可以采用多种测量方式，以形成数据和方法的多方印证。

（3）未来研究可将研究对象转向员工等其他利益相关者，并进一步探讨消费者参与和员工参与

的联合效应和相互影响。（4）遵循惯例做法，本研究根据特定研究内容选择适当文化维度作为

情境变量，未来研究还可关注其他个体层面的文化价值观，如长期导向、面子意识、中庸、因果

信念等。（5）网络分享应当是辐射式的，然而受限于所采用的准实验研究法，本研究只能测量

第一阶段的网络分享，未来研究可以采用数值模拟或田野实验法来测量后续阶段的网络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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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reated Social Responsibility：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Driven by Hope Emotion

Wang Hanying1,  Xing Hongwei2,  Tian Hong3,  Pan Chulin4

( 1. School of Accounting，Shan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Shanxi Taiyuan 030006, Chnia;

2. Institution of Management and Decision，Shanxi University，Shanxi Taiyuan 030006, Chnia;

3. School of Business，Jilin University，Jilin Changchun 130012, China;

4. School of Biological and Agricultural Engineering，Jilin University，Jilin Changchun 130012, China )

Summar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hina’s  strong  promotion  of  sharing  economy  and

value  co-creation，traditional  unilateral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s  transforming  into  co-
created social responsibility with the help of charity crowdfunding platform. Online sharing is an

important way through which consumers participate in co-created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order to

clarify the motivation and cognitive mechanism of online sharing by consumers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culture，the  paper  starts  from  practical  examples，and  adopts  the  interdisciplinary

paradigm to construct a dual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The results of quasi-experiment show

that，the  stronger  the  hope  emotion  aroused  by  charity  projects，the  stronger  the  consumers’

online  sharing  intention.  In  terms  of  cognitive  mechanism，hope  emotion  can  enhance  online

sharing  intention  by  promoting  self-actualization  and  response  efficacy.  In  terms  of  cultural

context，the effect of hope emotion on strengthening online sharing intention through enhancing

self-actualization  is  stronger  when  collectivism  orientation  is  higher.  Alternatively，the  effect  of

hope emotion on strengthening online sharing intention through enhancing response efficacy is

stronger  when  uncertainty  avoidance  orientation  is  higher.  The  conclusion  reveals  that  hope

emotion  arousing  is  an  effective  co-created  social  responsibility  communication  strategy.

Moreover，enterprises can consider the cognitive mechanisms and corresponding cultural contexts

to  build  an  indigenized  and  benign  co-created  social  responsibility  model  to  help  consumers  to

service public welfare and improve the social governance system.

Key words: co-created social responsibility; hope emotion; online sharing; collectivistic

orientation; uncertainty avoidance ori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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